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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南模式与温州模式: 

推动我国两波市场取向改革的先导力量 

邹国忠 

编者按在我国经济的改革和发展过程中，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都曾发挥了重大而深刻的影响，舆论界和理论界

对两种模式的讨论甚至争论也持续了很多年。如何认识两种模式在我国经济改革和发展中所处的地位与作用，在纪

念改革开放 40周年之际，仍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。现特刊发原江苏省乡镇企业局局长邹国忠 2003年就此问题的

一些思考与看法，以飨读者。 

苏南模式——我国第一波市场取向改革的先导力量 

笔者的家乡无锡县（现无锡市锡山区），是公认的我国乡镇企业的主要发祥地之一，在那里笔者工作了十多年，1977年底起

先后在江苏省委研究室和农村工作部工作了 16年，1993年秋起调到江苏省乡镇企业局担任领导职务。 

对于多年来被普遍关注的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问题，笔者这样看，穷则思变，人们都希望找到一条新路子，加快工业化，

实现民富国强。哪里在这方面有突破，人们的眼光就集中到哪里。苏南社队企业率先兴起，渐成气候，人们就往苏南跑，记得

1975 年全国各地就有 18万人次到无锡县参观学习，这个参观热一直持续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。 

温州搞个体私营经济，在当时的体制和政策下当然是“资本主义”了。不过，实际上批苏南在前，比批温州要早十几年时

间，认为苏南搞的是“挂着集体旗号的资本主义”，从上世纪七十年代一直批到八十年代初，后来才迎来好评如潮的“春天”，

当然到九十年代中期这个”春天”也改去温州了。 

其实，从经济体制改革的意义上讲，两个模式触痛的是同一根神经，即“一统天下”的计划经济和公有制，过去把这两个

“一统天下”视为社会主义经济的根本标志，谁触动它谁就得挨批。还有，就是农民搞工业，又触动了城乡二元经济格局。 

苏南的社队企业是集体所有制，为何公有制还挨批？具体来讲有三个原因： 

一是因为它冲击了城乡二元经济格局。几十年都是城市搞工业，农村只能搞农业，而且是“以粮为纲”，否则就是不务正业。

当时把种双季稻称为革命稻、方向稻、政治稻。社队工业起步时，基层只能偷偷地搞，后来则加了许多限制，如乡村主要干部

不能搞企业，农忙时企业职工必须回家务农。那时在苏南流行一句话，叫“粮食减产，工业犯罪”，粮食要是减了产，就会被上

纲上线，批你“以钱为纲”“以工挤农”。想搞一点工业，就必须保持粮食年年增产，减产了怎么办，许多地方就多报一点饲料

粮，反正猪八戒不会告状。 

二是因为它冲击了计划经济体制。社队企业的能源、原材料采购，项目的投资、建设，以及产品的生产、销售，因为进不

了国家计划，就在计划经济的夹缝中寻找出路，用“四千四万”精神搞市场调节，但市场调节搞得越成功，就会被认为对计划

经济的破坏越大，因而不断地受到批判，说是搞“四大自由”，即自由采购、自由生产、自由销售、自由分配，挖计划经济的墙

脚，走资本主义道路。在谈到社队企业时，还有人会说无锡县的供销员满天飞，钻计划经济的空子，甚至用漂亮女人搞供销，

搞不正之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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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是因为它冲击了全民所有制为主体的公有制经济体制。苏南农村工业起步时，由于绝对不准搞个体私营，就选择了公有

制在农村的主流形式，即以公社、大队、生产队为单位的社区集体所有制，统称为社队企业。社队企业虽然受到种种批判与压

制，但它一有机会就快速发展，在工业中的份额不断上升，随之“以小挤大”（指社队工业挤了国营工业、小公有挤了大公有）

的批判声浪就滚滚而来。此外，许多社队企业起步时，除了集体给一'块牌子、一块地，有的还给几间房子外，部分甚至全部原

始投资来自农民个人，可以说是“公私合营”，有些企业仅仅是戴集体“红帽子”的个体私营企业，一旦被上面发现就批得更惨

了。 

当时有句话叫“在夹缝中求生，在批判中成长”，说的就是苏南社队企业。这个状态恐怕是所有先行者必经的痛苦与考验，

新生事物成长的必然规律。 

苏南模式有两大历史性贡献： 

首先，苏南模式是我国第一波市场取向改革的先导力量。它率先冲击并部分挣脱了旧经济体制的束缚，成为“在旧经济体

制夹缝中产生和成长起来的市场经济”，在它的带动下，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号召“社队企业要有个大发展”后，社队

企业成为全国农村工业发展的主流模式，“大搞市场调节”的星火在八十年代就迅速成为燎原之势。 

其次，苏南模式打破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，大大加快了我国的工业化进程。先苏南，后江苏，再到全国，农村工业在整个

工业中的份额之所以能从微不足道到“三分天下有其一”再到“半壁江山”，主要靠的就是社队工业的大发展。没有苏南模式，

我国的工业化、现代化进程恐怕至少得推迟 10年时间。 

这两大历史性贡献，应该充分肯定。 

温州模式——我国第二波市场取向改革的先导力量 

笔者第一次去温州是 1982 年，考察了一些地方，乐清柳市的低压电器市场已初步形成，但假冒伪劣的不少；温州当地做鞋

子的作坊更多，有的老板自嘲生产的是“晨夕鞋”，意思是早上穿晚上就坏了；走在大街上，会有人追上来问你要不要手表（走

私货），还听说有的地方“私人钱庄”很活跃。 

时任温州地委秘书长说，个体私营的“地下经济”在这里从来没有停止过，形势松一些时就浮到地面上。其原因，一是温

州人有根深蒂固的经商传统，二是“这里的民主革命就不彻底”，三是 Ip家很少在温州投资，因而“全靠自己救自己”。可以说，

解放后潜行在国家经济体制边缘或之外的温州个体私营经济，虽步履艰难，但一直或明或暗地发展着，积蓄着它的力量。 

那时正是苏南模式的“春天”。但十年河东，十年河西。1992年笔者第二次去温州时，那里的个体私营经济在中央“补充论”

政策的空间里快速发展，在全国已产生很大影响。随着温州经济在发展速度和经济效益上的相对优势越来越明显，就逐步出现

了两种模式谁对谁错、谁优谁劣的广泛争论。实际上，人心已开始从苏南模式转向温州模式了。 

争论的核心问题，是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问题。当时的主导舆论认为，苏南模式也搞“一包三改”等改革，但坚持以集体

经济为主，就是坚持了社会主义方向，是名副其实的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”，而温州模式主要是个体私营经济，滑向了资本主义。

争论很激烈。在浙江绍兴考察时，就有人对笔者说，宁绍地区（宁波、绍兴）和江苏一样，都是苏南模式，温州模式算什么东

西，我们一定要挺住！ 

说这个话是在 1992年秋天，实际上宁绍地区和苏南地区已经在探索股份合作制。因为温州经济不仅发展快，而且效益明显

比苏南高，都有些坐不住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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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南乡村集体企业的改革磕磕碰碰，搞了好多年。因为改革触及到了所有制这个敏感问题。从观念到政策到感情，都要转

很大的弯子，加上来自各方面的政治压力，所以苏南乡村集体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步 履艰难，直到 1997年党的十五大后才取得

突破性进展。 

然而，那时的温州个体私营经济照常快速发展，对全国的影响也越来越大，形成了各地纷纷去温州参观学习的热潮，各省

的城乡个体私营经济也程度不同地加快了发展步伐。就是说，对我国第二波市场取向的改革而言，温州模式已经从悄然前行的

潜行者成为影响全国的先导力量。“白天当老板，晚上睡地板” 

“敢为天下先，特别能创业”，温州商人成为敢于创新，艰苦奋斗精神的典型代表，小商品大市场、小产品大行业、小资本

大集聚……甚至催生了旅游项目“温州经济探秘游”。 

苏南模式是“在旧经济体制的夹缝中产生和成长起来的市场经济”，它引发的我国第一波市场取向的改革，还没有从根本上

撼动旧经济体制的基本格局。温州模式则是“在旧经济体制边缘或之外产生和成长起来的市场经济”，它引发的第二波市场取向

改革，冲破了旧经济体制的基本格局，催生了我国新经济体制的形成。这可从三个方面来说： 

一是它从更广泛的领域冲破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。就是在发展农村工业的同时，以专业市场为载体，大力发展商贸业和相

关的服务业。1992 年时笔者到过的义乌小商品市场、柯桥轻纺市场、柳市低压电器市场和桥头钮扣市场，已经形成很大规模，

后来又持续扩张,2002 年笔者去义乌（系金华市下辖县级市——编者注）时听说常年驻在那里采购的外商就达 2000 多人。不仅

如此，这些年在温州、台州等地进入房地产、金融、保险和风险投资业的民间资本也已形成不小的气候。 

二是它以不断扩张的市场调节力量撼动了计划经济体制。温州模式在各经济领域快速发展，就是市场调节力量迅速扩张，

市场调节迅速成为那里支配资源的主要方式。 

三是它用地位迅速上升的民有民营经济重构了所有制格局。上世纪 90年代初一位学者写的调查报告就披露，温州工业、交

运、商贸、建筑、服务等各个行业中，个体私营经济所占份额已达百分之七八十，就是说早已确立了它的主体地位。 

可以这样说。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都是改革的产物，其历史性作用是一先一后发生的。 

笔者个人认为，对我国经济的改革和发展真正产生全局性深刻影响的，一是苏南的社队企业，二是安徽凤阳小岗村的”包

产到户”，三是温州的个体私营经济，四是深圳的特区经济。就对市场取向改革的推动作用而言，苏南模式和小岗村包产到户可

以归入第一波，温州模式是第二波，从深圳特区起步的对外开放则是第三波。这四个地方创新实践的成功经验，对不断推进我

国市场取向的改革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先导作用，作出了重大的历史性贡献。 

这里还必须着重指出，在此过程中，中央方针、政策的与时俱进起了决定性的作用。比如从计划经济体制“一统论”变为

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的“主辅论”，“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论”，最终变为现在的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”；所有制体制从公有制“一

统论”变为公有制为主体条件下的非公有制经济“补充论”和现在的“重要组成部分论”，以及“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论”；城

乡经济的“二元论”也正在向“一体论”发展。没有这一条，我国现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格局是无法形成的。 

与时倶进——两种模式在改革的深化中同向前行 

当时的两种模式争论是推进改革的客观需要。这些年苏南、温州两地乃至苏浙两省都在改革的深化中同向前进，原有的模

式界线也在一步步地从模糊中走向消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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温州带动起来的浙江个体私营经济的先发优势，是他们在乡镇企业经济总量赶上并超过江苏的根本原因。为此，苏南乃至

江苏实行‘双管齐下”的方针，大幅度调整乡镇企业的所有制结构。一方面，通过多种措施，大力加快农民自办的个体私营企

业的发展步伐；另一方面，下决心将大部分乡村集体企业转为私营企业，经过四五年持续努力，确立了个体私营经济在全省乡

镇企业中的主体地位。农村个体私营企业增加值在全省乡镇企业增加值中的比重，1998 年浙江为 56%，江苏为 31%，江苏低 25

个百分点；到 2001 年时江苏就基本赶上浙江，仅相差 3 个百分•点（浙江 66%，江苏 63%）,2002 年这个比重达 79%，已超过浙

江。与此同时，江苏将集体资本从乡村企业中逐步退出，实现了产权结构的多元化。2002 年全省乡村企业实收资本总额中，个

人资本、社会法人资本和外商资本所占比重已上升到 63.5%，集体资本所占比重相应退到 36.5%，不过还比浙江高了 22.6 个百

分点。 

苏南、温州两种模式是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的改革产物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其主要差别逐步地消失，反映了市场主体必须适

应市场经济法则的必然要求。长期从事农村改革研究和工作指导的老人杜润生在 1997年时就指出：调整所有制结构和实行产权

改革的实质，就是要给群众一些财产，一些资源，一些手段，使他们真正成为市场的主体。苏南模式与温州模式的主要差别，

就是这些财产、资源和手段，于苏南主要在政府和集体手里，于温州主要在老百姓手里。所有制和产权的多元化是不可避免的，

市场经济包含民营经济、差别经济。现在，不仅城乡集体资本大部分从企业退出，而且许多国有资本也开始从一般性竞争领域

中退出，根本原因就在这里。顺便说一下，国营企业、国营经济早已改称“国有”了，而民营企业、民营经济还没有改称“民

有”。“民营”与”民有”，一字之差，有本质的不同。财产关系不清，是无法搞市场经济的。 

至于说到“苏南模式”是不是已“终结”，这并不重要。两种模式本来就是相对存在的，如果说一种消失了，那就意味着另

一种的相应消失。事实上，无论苏南、江苏还是温州、浙江的乡镇企业，近几年都把注意力放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、发展规模

经济和扩大对外开放等方面，而且都取得了很大进展。 

发达国家已从工业化走向信息化，从市场化走向全球化，确实是时不我待。中央强调加快技术创新和体制创新，针对的就

是这个情况。从经济体制创新来说，深化市场主体、市场秩序和宏观调控体制改革的任务还很重，时间拖得越长，改革的成本

就越大，一些存在的问题必须抓紧研究，加快解决。笔者以为，中央为何强调体制机制创新，就是不仅要把已有的改革不断深

化，还应进一步扩大改革的领域，加快全面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步伐。 


